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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    宋代理学家魏了翁（1178-1237），承袭朱熹（1130-1200）思想，力图融会邵雍（1011-1077）、程颐（1033-1107）《易》学。著作《周易要义》以辞、变、象、占为《易》之纲领，并对河图洛书、先后天易学源流及有关分歧进行考证，得出图书相通的结论。魏氏兼顾义理、象数，折衷汉、宋之《易》，不但依经解《易》，揭示卦爻辞的文意，也在通过《周易》的理解与诠释后，观圣人所以作《易》之意，求圣人之心。从象数与义理的融合交发，揭示《周易》文本的内容，透过梳理与诠释，整合出自己的一套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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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《周易要义》中的易学诠释
一、前言
《周易》作为一历史文本，意义在历代诠释过程中不断增值着。朱伯昆《易学哲学史》中有言：
《周易》和易学家对它所作的解释，所以在我国历史上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，不在于占术，也不在于其思想的表现形式，如卦爻象和卦爻辞，而在于其理论思维的内容。

因此，对《周易》的理解、诠释重点并非转述、复制、凸显《周易》作者的本来思想，而是通过对文本的理解与诠释，感受作者深刻的思维。一般来说，汉代《易》学以象数为主，突出象数符号在卦爻辞形成中的主导地位；宋代《易》学观则转向哲学、义理方面思考，也建立宋代理学家的立论基础。然而，占筮之易与义理之易并未抵啎，反而能从不同的路数中提供《周易》诠释的更多面向。宋代理学家魏了翁折衷汉、宋之《易》，其诠释的任务不但是依经解《易》，揭示卦爻辞的文意，也是在通过《周易》的理解与诠释后，观圣人所以作《易》之意，求圣人之心。从象数与义理的融合交发，揭示《周易》文本的内容，透过梳理与诠释，整合出自己的一套体系。是故，笔者以魏了翁《周易要义》为探讨文本，研究魏氏如何理解或修正前代《易》学家象数及义理的说法，以掌握魏氏核心思想为主，并以此考察《易》学诠释的不同面相。
本论文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逐渐推进：首先是对魏了翁的生平背景及当时的《易》学环境做一基本探讨，所谓知人论世，而知其易学观念背景之形成。其次，则关注于魏氏《周易要义》一书，并探究魏了翁从象数到义理的折衷诠释以及对河图、洛书之看法。最后，则针对该书的思想体系及影响所及进行讨论，以见前人对魏了翁《易》学的评价与其地位。
2、 宋《易》的产生与演进
《四库提要‧易类‧总序》对宋代的《易》学有所评论：
汉儒言象数，去古未远也。一变而为京、焦，入于禨祥；再变而为陈、邵，务穷造化，《易》遂不切民用；王弼尽黜象数，说以老庄；一变而为胡瑗、程子，始阐明儒理；再变而李光、杨万里，又参证史事，《易》遂日启其论端，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。
可见宋《易》之象数和义理两派的渊源与划分，由来已久。虽有两派六宗之说，但大抵而言，有宋一代的《易》学，可分为象数和义理二派，其象数派又衍出图书之学。象数派渊源于汉《易》；义理派
 深受《易传》以哲理注《易》的影响，而起源于魏王弼。此外，宋末元初《易》学家俞琰评论南宋以来《易》学界的情况时说道：
至宋濂洛诸公，彬彬辈出，一扫虚无之弊，圣人之本旨始明。奈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节者，则以义理为虚文；尚辞而宗伊川者，则以象数为末技。而程、邵之学分为两家，羲画周经，亦为两途，遂使学者莫之适从。逮夫紫阳朱子《本义》之作，发程、邵之未发，辞必归于画，理不外于象，圣人之本旨，于是乎大明焉。（《周易集说‧自序》）
从《易》学哲学的角度来看，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的观点都是比较复杂的，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程、邵两家之学。同北宋的《易》学哲学相比，此时期的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出现了相互汲取或相互影响的倾向。

其中，南宋理学家魏了翁，
 可谓兼具象数、义理两派，融合汉、宋《易》学。了翁（1178-1237），字华父，号鹤山，邛州蒲江（今属四川省）人。南宋宁宗庆元五年（1199）进士，历任知眉州、潼川府路提点刑狱、知泸州、礼部尚书等职。嘉定三年（1210）创建蒲江鹤山书院，传播义理之学。宋理宗为了表彰魏了翁的讲学活动，特御书「鹤山书院」相赠。晚年以端明殿学士、金书枢密院事督视军湖江淮军马，后病逝苏州，卒谥文靖。事迹见《宋史》卷四三七。他私淑朱熹、
 张栻，早年在都城临安与朱熹的门人辅广、李方子结识后，常「同看朱子诸书，只数月间便觉记览词章皆不足以为学」，
 这使魏了翁放弃了过去「只喜记览词章，所以无书不记」的读书方法，转而接受了朱熹理学。又与陆九渊之子陆持之为友，吸取心学，并使洛蜀之争「遂合其统」。
 虽然魏了翁的理学思想经历了由朱学到折衷朱陆，到向心学发展的过程，但他并没有放弃朱熹理学的思想要旨。魏了翁由于勇于创新，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特色，提出超越朱学，直接求之于儒家圣经的思想。他曾说：
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，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，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，终是见得不真；又非一一精体实践，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。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。文公诸书，读书久矣，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，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。来谕未敢以为然，高明以为如何？（《鹤山集》卷三十六。）
魏了翁这种「树头枝底」所求的「活精神」，既是古经上的，又与现实紧密相连。
身为朱、陆后的儒学名家，魏了翁撰有《周易要义》，为《九经要义》
 中的第一部，明万历中，仅存二册。《四库全书》本为十卷，系清朝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。今存多为钞本。
该书广收旧说，资料甚丰。摘录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、王弼及韩康伯《周易注》、王弼《周易略例》，并参考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的音读而成，以求印证发明。另有《周易集义》。
 而且，魏氏以古经为依据，兼采汉、宋，对于其中无关宏旨的冗文予以去除，删繁简要、加工整理，将义理与考据相结合，此乃体现魏了翁经学思想的鲜明特色，不仅在《易》学上有所贡献，甚至在中国经学史上亦具有一定价值。
3、 《周易要义》中的易学观念
《四库全书总目‧周易要义提要》有言：
盖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，折衷汉学、宋学之间。故是编所录，虽主于注疏释文，而采掇谨严，别裁精审，可谓剪除支蔓，独撷英华。王祎《杂说》云︰「孔颖达作《九经正义》，往往援引纬书之说，欧阳公常欲删而去之，其言不果行。迨鹤山魏氏作《要义》，始加黜削，而其言绝焉，则亦甚与以廓清之功矣。
魏了翁谪居靖州六年期间，其经学思想发生转变：主张超越朱熹，直接求之于古经。这种做学问的方式，既以宋学义理为主，批判汉学；又扬弃朱学，兼采汉宋，实开明末清初「舍经学无理学」思想的先河。
 实则，中国经典诠释学虽分为汉、宋两家，但其终极的目标都是为了通经致用，此其理一；其分殊只在其轻重方面、契入点及视域范围等。由此，宋学开展出超越旧说，直探本意的诠释风格。
 至于魏了翁的《易》学思想乃是汉、宋兼采，以儒家经典为依据，以宋儒义理为根本，结合义理与考据，对宋学进行反省和检验，对《易》学的发展，具有相当重要意义。
    孔颖达的《周易正义》乃奉诏而作，为官方颁布的定本，也是唐宋间科举取士的依据。全书对前人研究成果多有继承，引证丰富，然而多援引纬书之说，选择不够严谨，而为当时人所驳难。北宋中叶，欧阳修力图加以删削，未果，直至魏了翁作《周易要义》方才完成。是故，该书主要采摘唐人孔颖达的《周易正义》，每卦注以八宫世数，并析其辞为若干条，其编纂从形式到内容都反映出其兼融象数义理，批判继承的特色。取诸家解《易》之注疏，删繁举要，独撷英华，体例简当。卷首则冠以唐长孙无忌等人所作《上六经正义表》，并列有数条目，如「二汉祖述江南虚玄，惟王辅嗣独冠」、「易一名而含三义」、「重卦有四说，当从王氏以伏羲为正」、「连山归藏代号周易，亦取岐阳名」、「一说卦爻辞皆文王，一说爻辞皆周公」等条。正文部分计有十卷：卷一分上中下，二至七卷则分上下，为干卦至未济卦之说解；卷七、八为系辞；卷九为说卦；卷十为序卦、杂卦与略例。每篇分列数十条。每条先用一句话总括本条所释之事理，然后援引诸家注疏阐明。
以下则针对书中的汉、宋易学思想分述之：
(一)讲究象数、训诂之汉《易》
《易》学史上所说的汉《易》和宋《易》，是就《易》学的型态而言的。
 就《易》学而言，汉人治《易》长于象数；而宋人言《易》则精于明理。汉代经学，古文家特重训诂，今文家好言妖祥，宋人解经，反对牵于训诂，惑于异端，贵在明理；这是汉代经学与宋代经学的不同。在魏了翁《周易要义》一书中，多举郑玄之言，或间有荀爽、京房等汉易大家，足见受其影响颇深。且该书特重名物训诂，考据详实。如在屯卦「六二屯如邅如，乘马班如，匪寇婚媾，女子贞不字，十年乃字」之下，魏了翁举《子夏传》、郑玄注等训诂说法来加以解释。他说：
屯如，《子夏传》云：「如，辞也。」邅，张连反。马云：「难行不进之貌。乘，绳证反。四马曰乘，下及注并同。」郑云：「马牝牡曰乘。」《子夏传》：「音绳，班如字。」《子夏传》云：「相牵不进貌」郑本作般。〈正义〉曰：「女子谓六二也。女子以守贞正不受初九之爱，字训爱也。十年乃字者，十年难息，即初不害已也，乃得往，适于五，受五之字爱，十者，数之极数，极则变，故云：「十年也。」（《周易要义》卷一中，页九。）
魏了翁在说解时，常举《子夏传》为例。《子夏传》即《子夏易传》，一般认为是假托子夏之名的伪书
，但仍可见古易思想，且《四库全书》「经部易类」以该书冠首，也可见其重要性。此外，在谈到蒙卦「蒙发疑明刑与说皆当以往则吝」得条目中，提到「桎梏」，即言：
在足曰桎，在手曰梏。〈小雅〉云：「杻谓之梏，械谓之桎。」（《周易要义》卷一中，页十四。）
以上诸例的解经方式，展现了魏了翁注重考据、训诂的严谨性。并不因研读义理就抛开注疏束缚，也与「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」截然不同。而在需卦「需字从雨而者训养读为秀」条目下说：
需，音须。字从雨重。而者，非饮食之道也。训养，郑读为秀。解云：阳气秀而不直，前者畏上坎也。坤宫游魂卦。（《周易要义》卷一中，页十六。）
又如在谈到〈系辞〉时，了翁列标题为「系本系，辞本作辞，应作词」记载：
系，徐胡诣反，本系也。又音系，续也。……辞本作辞，依字应作词，说也。说文云词者，意内而言外也，辞不受也。受辛者辞。辞，籀文辞字也。上第七本亦作系辞上，王肃本皆作系辞。（《周易要义》卷第七上，页一。）
除了考据训诂的工夫外，魏了翁对于汉《易》大家的说法也多所采用，并对象数之学多所说明。如提到大衍之数时，则说：
京房云：「五十者，谓十日、十二辰、二十八宿也。」…马季长云：「《易》有大极，谓北辰也。」…荀爽云：「卦各有六爻，六八四十八，加乾坤二用，凡有五十。」…郑康成云：「天地之数，五十有五，以五行气通。凡五行减五，大衍又减一，故四十九也。」（《周易要义》卷第七下，页四。）
此外，在象数方面的例子更俯拾皆是，如：
盖伏牺之初，直仰观俯察，用阴阳两爻而画八卦，后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。然后天地变化、人事吉凶，莫不周备缊在爻卦之中矣。（《周易要义》卷第九，页五。）
系辞云：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圣人画爻以仿效万物之象。先儒云：后代圣人，以《易》占事之时，先用蓍以求数，得数以定爻，累爻而成卦，因卦以生辞。则蓍为爻卦之本，爻卦为蓍之末。（《周易要义》卷第一上，页二。）
另有专列条目为「释马牛龙鸡豕雉狗羊之象」、「释首父腹足股耳目手口之象」、「干为天以下凡十四象」、「坤为地以下凡十二象」、「震为雷以下九象马四象稼一究二」、「巽为木以下象人四象究一」、「坎为水以下十象马五象舆四木一」、「离为火以下六象人七象木一」、「艮为山以下十象木一象」等等。此外，魏了翁〈广平李氏观画所见序〉中曾说：
《易》言六画、六爻、六位、六虚，是四者相近而不同。盖爻者动也，专指九六，则父母之策也。画者卦也，兼七八九六，则包男女之策也。总而言之，画即为爻；析而言之，爻与画异。画之见者又为位，爻之变者又为虚，故曰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」。位从爻而为虚也。曰六画成卦，六位成章，虚从画而为位也。然其实皆自奇偶之画始，奇偶则太极之分者也。（《鹤山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五十四。）
互体、反对、飞伏是汉人常用的解《易》方法，不明其义，汉代象数易学不可通晓。是故，魏了翁探讨《周易》经传及前人解《易》法则之余，得出象数义理必须并重的结论，并将之作为理解研究《周易》的重要方式。
(二)追求儒家义理之宋《易》
宋代受理学影响，是故，发明《易经》义理以阐述理学家的理想是宋代易学的主流。南宋易学哲学家以《周易》考察王朝兴亡和社会治乱，企图通过对《周易》经传的解释，为挽救宋王朝的危机，提供一种理论体系。
 至于拥有理学家背景的魏了翁，其著作中自然不免流露出义理特色。如提到「蒙以养正」时，他说：
蒙以养正，圣功也者。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，乃成至圣之功。（《周易要义》卷第一中，页十三。）
《周易》彖辞中，有「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」之语。意指当其蒙昧之时，则需修养正道，方可成至圣之功，此与宋儒圣功的课题有密切关系，亦可看出《周易》的哲学向度。又如「初九，潜龙勿用」：
圣人作法言于此。潜龙之时，小人道盛；圣人虽有龙德，于此时唯宜潜藏，勿可施用。（《周易要义》卷第一上，页二。）
又如在条目「言行枢机可以感动天地」中说：
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者。言行虽初在于身，其善恶积而不已，所以感动天地，岂可不慎乎？（《周易要义》卷第七上，页十四。）
又如：
凡〈系辞〉之说，皆说《易》道以为圣人德化，欲使圣人法《易》道以化成天下。是故《易》与圣人恒相将也。以作《易》者，本为立教故也，非是空说《易》道，不关人事也。（《周易要义》卷第七下，页十五。）
凡此，皆将《周易》内容与君子、圣人等修身养性做一连系，从中灌注人文价值。
3.汉宋《易》学之交融生发
除了象数、义理两派的《易》学面貌外，亦有兼融二者之说解方式。魏了翁曾说：
易学则义、象数俱当留意，合程、邵而贯之，乃为尽善。（《鹤山集》卷三十六〈答杨次房少张〉） 

又说：
邵雍发伏羲之秘，提出先天后天之说，着《皇极经世》等书，为当代象数易学的榜样。先天之学，秦汉而后，惟魏伯阳窥此意，至华山陈处士图南始发其秘。一再传而为邵子，建图著书以示人曰：「先天学，心法也，故图皆自中起，万化万事皆生于心。」呜呼！众人以《易》观《易》而滞于《易》，邵子以《易》观心而得乎心。滞于《易》则象数、文字然耳，得乎心则天地万物与我一本也。（《鹤山集》卷六十二。）
了翁承继邵雍学说，强调「以心明《易》」及「以《易》观心」，他的易学思想与理学之心性论融贯相通，并以此为根基。此外，兼具汉、宋之易学特色的表现方式也在《周易要义》中可以见到，如在泰卦「上六：城复于隍」下说道：
隍，音皇，城壍也。子夏作堭，姚作湟。〈子夏传〉云：「隍是城下池也。」城之为体，由基土陪扶，乃得为城。今下不陪扶，城则损坏，以此崩倒，反复于隍。犹君之为体，由臣之辅翼。今上下不交、臣不扶君，君道倾危。（《周易要义》卷第二上，页四。）
此段则先以汉《易》入手，对于字词进行训诂，但训诂只是为说解方便，重要的是之后探究文字背后意涵，揭橥理学观念，以辨君臣之义。这样的《易》学与儒学理论关涉的知识意义，乃是藉由对天地万物的知识的掌握，从而作为治国用世之信息。依据两种《易》学形式融合其中，可视其见解。
总的来说，《易》学史上援易入儒自《易传》始，纵使汉《易》中多有象数《易》学之发皇，儒门义理《易》仍始终是《易》学重镇，实际上汉《易》象数之学亦不自外儒门，只是有儒者排斥之而已，象数派并不否定儒学价值立场，只其解卦爻辞义上另有象数学进路，并藉由象数更为建构宇宙论知识系统者。就儒门义理易之立场而言，象数《易》与其最大的差别应是在象数《易》更预设命定论，且为预测命运而更发展卜筮技术之学。义理《易》即以义安命，关心的是自我的修养，这就是程颐的《易》学之路。
 

至于象数《易》学的代表─邵雍，乃由《易》学以说宇宙之天地万物而言，它在《易》学史上的知识意义为建立认识卦象的最简易的排比序列，即一分为二的加一倍法的序列，一方面表现在《易》图中，另方面表现在以四象说天地万物中。二程曾用「空中楼阁」批评邵学，另一方面如南宋蔡元定则推邵雍为「自秦汉以来，一人而已。」邵雍的《易》学不仅对后世象数学影响深远，重要的是他在《易》学中所提出的一些概念，对后来理学的发展亦有深远的影响。

在魏了翁研《易》的过程中，程颐的义理《易》学和邵雍的象数《易》学
 等均对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因此，其《易》学思想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合象数与义理为一，即于象数中求得儒家义理。他曾说：
《易》学则义理、象数俱当留意，合程、邵而贯之，乃为尽善。

魏了翁把象数视为《周易》本身具有的客观的内容，但不满足于仅停留在象数上，如果拘泥于象数，不从象数本身去阐发义理，则游谈无根，义理无据，是故，以义理思想为根基，重本义、重象数，将义理、卜筮、象数、图书相结合，把宋《易》之义理派与象数派包括图书学统一起来，是对中国《易》学史上先前思想资料的吸取、借鉴、发展，亦是对宋代《易》学的总结和发展，而集大成。这种以古经为依据，重考据，将义理与考据相结合的经学思想在他的《易》学思想里也得到具体的体现。由此可见，魏了翁的《易》学思想与他的经学相通，是以《周易》本经为依据，既重视义理，又重视象数，重象数的目的在于从象数中求得义理。魏了翁曾明确指出程、邵，乃至朱熹解易特色： 
   程《易》明白正大，切于治身，切于用世，未易轻议。第其间有当用象数、变、互，不容脱略者。如《履》之眇、跛，《屯》之马，《大壮》之羊，此类分明是互体；如三年、十年、三百户之类分明有数，只作义理说固可，若更推明变、互，尤为详密。想老先生非不知此。特欲以遏其流弊耳。朱氏《易》则大概本诸邵子；《启蒙》明述先天图，而赞《易》之词谓「邵明羲《易》，程演周经」，此意可见。曾亲闻辅汉卿广之说，《易》需是识得辞、变、象、占四字，如「初九潜龙」云云，此辞也；有九则有六，此变也；「潜龙」即象；「勿用」即占。人谓《本义》专主占筮者，此未识先生之意。某每以此看《本义》，诚是精密。邵子无《易》解，不过《观物》、《经世》、《先天图》诸书，〈击壤〉诗中亦多有发明先天处。参以汉上《易》，则程、邵之说尤明。第汉上太烦，人多倦看，却是不可废耳。 （《鹤山集》卷三十六〈答丁大监黼〉。）
魏了翁力图兼融程《传》、邵《易》，并以《周易》经传本身回答：
三《易》所以明三代正朔之殊，上下经所以言天道人事之异。义理、象数则学者之自异也，刚柔往来则卦之涉于变者也。（《鹤山集‧问六经疑》）
虽说有连山《易》、归藏《易》、《周易》之分殊，然只是为了明三代之正朔；上经、下经也只是要将天道与人事加以区别而已。重要的是，关于义理与象数的选择，则是学者说解之异，其实，由于立场不同，取舍则或相异，焦点的偏重有就势之所必然了。魏了翁清楚明白此点，并从中抉择、取舍，找出自己说解的一套方式。
(三)对图书易学之看法
河图、洛书的来源未有定见。汉儒以后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图，大禹九畴本之洛书之说，而宋朝则有九图十书与十图九书两种说法。朱熹以邵雍说法为据，并以十图九书为是，然仍有疑问。身为理学家，对于河图、洛书所表达的自然法则，实乃视为理的表现。因此，首先，魏了翁则为定其是非而做考察：
河图、洛书之数古无明文，汉儒以后始谓羲卦本之图，禹畴本之书。本朝诸儒始有九为图、十为书，九为书、十为图之说。二者并行，莫之能正。至朱文公始以九图十书为刘长民托之陈图南，辞而辟之，而引邵子为证。然邵子不过曰：「圆者，河图之数；方者，洛书之文。第言圆方，不言九十。（《鹤山集》卷三十三〈答蒋得之山〉。）
余尝以《干凿度》及《张平子传》所载太一下行九宫法考之，即所谓载九履一者，则是图相传已久，安知非河图也？（《鹤山集》卷六十三〈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〉）
至于在《周易要义》中，魏了翁有一条目专谈河图洛书的问题：
河出图、洛出书，圣人则之者，如郑康成之义，则春秋纬云：河以通干出天，苞洛以流，坤吐地符，河龙图发，洛龟书感，河图有九篇，洛书有六篇。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，洛书则九畴是也。辅嗣之义未知何从。（《周易要义》卷第七下，页十三。）
此外，魏了翁亦说：
河图与洛书，发挥道数无遗余。（《鹤山集》卷六〈四川茶马牛宝章大季修杨子墨以书索题咏〉）
由此可知他对于河图洛书的存在是肯定的，并非邵雍私意。且曾与真德秀讨论图数之学：
先天一图亭亭当当，愈玩愈有味，此绝是古来曾有此说，特不知何为汉唐，千余年间更无一人说着。《参同》中虽略有此意，而方圆图之妙，则未知古人曾见之否？（《鹤山集》卷三十六〈答真侍郎〉）
这些观念也无形中影响了魏了翁对《易》的说解。可见魏了翁在邵雍《易》学的基础上，加上自己的意见，对于前人说法并非一味接受，而是经由考证后才下定论，颇富独立思考精神。
四、结语
    以魏了翁对《周易》诠释来看，他融会程《传》、邵《易》，既通象数，尤精义理，以辞、变、象、占为《易》之纲领，也重视汉儒解《易》方式。从魏氏就宋学对汉代章句注疏之学，确立其《易》学的立场与超越，也彰显了翁《易》学态度。身为一经学家，他并不为汉学或宋学的门户所囿，而有所偏，反而能兼采两者，取舍间体现出治易的思想与方式，自成体系，让考据为义理所用，而可看出独特处，亦可从说解中看出用世之殷。此外，魏了翁及其弟子税与权、史绳祖也对古《易》探源下了不少工夫。
本文藉由《周易要义》的分析，并就《易》义例的阐说、经传的诠释内涵，可知魏了翁及其《易》学在经学史上确实有其重要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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